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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绪调节在社会情境中对认知和情感共情的影响尚待厘清, 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理解社会交互中负

性情绪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为未来的社会认知干预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共情、情绪调节与负

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情感

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在共情与

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共情准确性任务中,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

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情绪调节, 特别是认知重评, 

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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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

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

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 感 共 情 是 由 他 人 情 绪 所 引 起 的 间 接 情 绪 体 验

(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

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

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

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

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

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

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

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 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

的 观 点 采 择 都 会 导 致 抑 郁 情 绪 的 增 加 ;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

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

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

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

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

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

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

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

动 抑 制 情 绪 表 达 进 行 情 绪 调 节 (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

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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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

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

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

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

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

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

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

样的作用呢？Thompson 等人(2019)提出 , 共情发

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

(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

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

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

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

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

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

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

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

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

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

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

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

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

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

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

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

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

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

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

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

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

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

两部分：研究 1 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

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

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

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

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

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

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

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

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 1 中通过自

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

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

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

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

差距较大 ,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

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

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

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

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

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 2 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

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

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

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2  研究 1：大学生群体中共情、情
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参考 Powell (2018)报告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

情 绪 之 间 平 均 相 关 系 数 为 0.16, 本 研 究 采 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相关分析所需最

小样本量为 301 (α 错误概率 0.05, 检验效力 80%)。

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 551 名大学生数据, 109 人因

未通过测谎题被剔除, 剩余 442 人(男性 218 人)纳

入分析, 平均年龄为 20.55 岁(SD = 1.96 岁)。填写

问卷前被试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已通过伦

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1.2  测量工具 

中文版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Reniers et al., 

2011)包含 31 个题目, 采用 4 点计分(“1 = 非常不同

意”, “4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

好。QCAE 分为五个子量表：“观点采择”和“在线仿

真”两个子量表测量认知共情(QCE), “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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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反应率”和“远端反应率”三个子量表测量情感

共情(QAE)。中文版 QCAE 在健康人群和临床群体

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ang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19)。在本研究中 QCE 和 QAE 维度的 Cronbach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87 和 0.72。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包含 28 个题目, 采用 5 点计分(“0 

= 非 常 不 符 合 ”, “4 = 非 常 符 合 ”) 。 观 点 采 择

(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力(Fantasy, FS)子量

表 得 分 越 高 表 示 认 知 共 情 能 力 越 好 , 共 情 关 怀

(Empathic Concern, 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子量表得分越高

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中文版 IRI 包括 22

个题目 ,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凤凤  等 , 2010)。

本 研 究 中 PT、 FS、 EC 和 PD 四 个 子 量 表 的

Cronbach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74、0.60、

0.52、0.72。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包含 21 个题目, 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

子量表, 采用 4 点计分(“0 = 根本不符合”, “3 = 非

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越严重。中文版

DAS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 et al., 2012; K. 

Wang et al., 201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

Cronbach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 和0.86。 

中 文 版 情 绪 调 节 问 卷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Gross & John, 2003)包含认知

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两个分量表, 共 10 题, 采

用 7 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中文

版 ERQ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

致性信度(王力 等, 2007), 本研究中 CR 和 ES 两个

子量表的 Cronbach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84 和 0.73。 

2.1.3  数据分析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

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

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

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 DASS 量表得分

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

表得分分别以 9 分、7 分、14 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

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

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

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

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

分析采用 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p < 0.05。 

2.2  结果 

2.2.1  描述统计和偏相关分析结果 

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QAE 与焦虑、压力呈正

相关, IRI 个人痛苦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呈正相关, 

IRI 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呈负相关; 认知

共情(QCE、IRI-PT、IRI-FS)与抑郁存在显著(或边

缘显著)的负相关, 与焦虑、压力无显著相关。此外, 

认知重评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 表达抑制与负性情

绪呈正相关(见表 1)。 

2.2.2  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QCE 以及 QCE 的二次方与

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当认

知重评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CE 及其二次方

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当认知重评处于较高水

平时(+1 SD), QCE 及其二次方对焦虑具有显著(或

边缘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QCE 以及 QCE 的二次

方与表达抑制的交互作用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

当表达抑制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CE 及其二

次方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当表达抑制处

于较高水平时(+1 SD), QCE 及其二次方对抑郁负

向预测作用更强。情感共情方面, QAE 以及 QAE

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压力有显著预

测作用：当认知重评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AE

及其二次方对压力有边缘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当

认知重评处于较高水平时(+1 SD), QAE 及其二次

方对压力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此外, IRI 观点采择

(PT)以及 PT 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压

力有显著预测作用; IRI 共情关怀(EC)以及 EC 的二

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焦虑有显著预测作

用(见网络版附表 1)。 

2.3  讨论 
本研究发现 QCAE 情感共情与焦虑、压力呈正

相关, IRI 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此外, 认知重评与

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

共情对焦虑的负向预测、减弱认知共情对压力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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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测、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增强共

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 ; 表达抑制则与抑

郁、焦虑和压力均呈正相关, 能增强认知共情对抑

郁的负向预测作用。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控制性别后的偏相关系数(n = 442)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ERQ_CR _           

2. ERQ_ES 0.15** _          

3. IRI_PT 0.46*** 0.20*** _         

4. IRI_FS 0.25*** −0.09 0.25*** _        

5. IRI_EC 0.29*** −0.14** 0.27*** 0.31*** _       

6. IRI_PD −0.12* 0.10* 0.08 0.18*** 0.07 _      

7. QCAE_QCE 0.41*** 0.13** 0.52*** 0.22*** 0.22*** −0.05 _     

8. QCAE_QAE 0.08 −0.03 0.1 0.39*** 0.26*** 0.38*** 0.11* _    

9.DASS_抑郁 −0.24*** 0.25*** −0.11* −0.10* −0.28*** 0.32*** −0.08† 0.08 _   

10.DASS_焦虑 −0.26*** 0.16*** −0.06 −0.04 −0.27*** 0.36*** −0.07 0.14** 0.80*** _  

11.DASS_压力 −0.21*** 0.21*** −0.03 −0.04 −0.22*** 0.41*** −0.05 0.18*** 0.81*** 0.85*** _ 

平均数(M) 28.62 14.81 2.54 2.64 2.48 2.13 2.9 2.75 4.08 4.87 5.48

标准差(SD) 6.24 4.7 0.63 0.64 0.53 0.69 0.43 0.42 4.27 4.16 4.39

注: ERQ: 情绪调节问卷; CR: 认知重评; ES: 表达抑制; IRI: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PT: 观点采择; PD: 个人痛苦; FS: 想象力; EC:共

情关怀; QCA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 QCE: 认知共情; QAE: 情感共情; DASS: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粗体数字表示 p 值在 0.05 水平上显著。 

 
表 2  分层多重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结果(QCAE) 

步骤 1 

DASS-抑郁 DASS-焦虑 DASS-压力 

R2 = 0.26, χ2(8) = 90.96, p < 0.001 R2 = 0.17, χ2(8) = 59.35, p < 0.001 R2 = 0.16, χ2(8) = 48.39, p < 0.001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常量) 0.50 0.01 0.921  3.72 0.61 0.436  −2.42 0.22 0.636  

年龄 0.01 0.02 0.897 [0.90, 1.13] −0.07 1.92 0.165 [0.84, 1.03] 0.04 0.48 0.490 [0.91, 1.16] 

性别 0.44 3.37 0.067 [0.97, 2.49] 0.25 1.42 0.234 [0.85, 1.95] 0.44 3.01 0.083 [1.17, 3.83] 

QCE 0.10 0.00 0.973 [0.00, 333.26] −1.80 0.44 0.508 [0.00, 34.17] −1.77 0.42 0.517 [0.00, 80.86]

QAE −0.56 0.05 0.818 [0.01, 69.43] 0.57 0.06 0.801 [0.02, 143.90] 2.07 0.58 0.448 [0.01, 959.47]

QCE2 −0.12 0.06 0.808 [0.33, 2.39] 0.25 0.28 0.597 [0.52, 3.18] 0.35 0.54 0.463 [0.47, 3.62] 

QAE2 0.24 0.30 0.587 [0.53, 3.04] 0.09 0.05 0.829 [0.49, 2.44] −0.26 0.28 0.598 [0.33, 2.89] 

CR −0.15 35.90 <0.001 [0.82, 0.91] −0.10 23.04 <0.001 [0.87, 0.94] −0.12 23.73 <0.001 [0.83, 0.93] 

ES 0.19 37.73 <0.001 [1.14, 1.28] 0.09 14.40 <0.001 [1.05, 1.15] 0.13 18.62 <0.001 [1.11, 1.28] 

步骤 2 
R2 = 0.30, χ2(16) = 106.25, p < 0.001 R2 = 0.21, χ2(16) = 76.04, p < 0.001 R2 = 0.19, χ2(16) = 58.13, p < 0.001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Beta Wald p EXP (β) 95% CI

CR×QCE −0.11 0.03 0.854 [0.27, 2.96] 1.33 4.67 0.031 [1.13, 12.62] −0.88 3.47 0.062 [0.10, 1.02] 

CR×QAE 0.78 1.85 0.174 [0.71, 6.68] 0.01 0.00 0.989 [0.43, 2.36] 1.48 5.22 0.022 [0.96, 20.42]

ES×QAE −1.30 3.35 0.067 [0.07, 1.10] −0.84 2.46 0.117 [0.15, 1.23] −1.20 3.05 0.081 [0.12, 2.15] 

ES×QCE 1.77 5.32 0.021 [1.30, 26.35] 0.70 1.21 0.272 [0.58, 7.11] 0.94 2.10 0.147 [0.63, 15.35]

CR×QCE2 0.04 0.13 0.715 [0.85, 1.27] −0.20 4.03 0.045 [0.67, 1.00] 0.16 3.77 0.052 [1.00, 1.48] 

CR×QAE2 −0.15 2.14 0.143 [0.70, 1.05] 0.00 0.00 0.996 [0.86, 1.16] −0.26 5.19 0.023 [0.58, 1.00] 

ES×QCE2 −0.30 5.37 0.021 [0.58, 0.96] −0.13 1.49 0.223 [0.72, 1.08] −0.16 2.20 0.138 [0.64, 1.10] 

ES×QAE2 0.25 3.73 0.054 [1.00, 1.67] 0.15 2.43 0.119 [0.96, 1.41] 0.22 3.10 0.078 [0.89, 1.52] 

注: DASS: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 CR: 情绪调节问卷(ERQ)认知重评维度; ES: 情绪调节问卷(ERQ)表达抑制维度; QAE: 认知

与情感共情问卷情感共情维度; QC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认知共情维度。EXP (β): β 的 e 次方。表中粗体数字表示 p 值在 0.05 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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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共情与负性情绪在情绪调节不同水平上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注: AE: 情感共情; CE: 认知共情; CR: 认知重评; EC: 共情关怀子量表; ES: 表达抑制; IRI: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PT: 观点采择子量

表; QC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认知共情维度; QA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情感共情维度。 

 

首先, 与 Powell (2018)一致, 本研究发现 QCAE

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然而我们同时

也发现 IRI 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

关, 这反映了 IRI 共情关怀和 QCAE 情感共情可能

侧重于情感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研究者指出, IRI 共

情关怀反映的是对他人负性情绪的情感反应, 而非

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Horan et al., 2015), 这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 IRI 共情关怀与负性情

绪之间的负相关。本研究还发现, 认知重评可以减

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共情关怀

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共情情境中, 处于痛苦

情境的个体会引发共情者自身的消极情绪反应, 习

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共情者可以对消极情绪刺激

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 从而降低负性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此外, 认知重评可以调节情感共情的

二次方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提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

评可以避免个体因情感共情过高而体验到更多压

力情绪的困扰。综上所述, 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密

切相关, 认知重评在两者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同时,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

关,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Powell, 2018)。尽管认

知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但回归

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

用：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认知共情

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值得

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重评在共情和抑郁

情绪之间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

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长期心境恶劣、缺乏动机的情

绪状态(Lovibond & Lovibond, 1995), 与焦虑和压

力相比 , 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少见 (Manczak et al., 

2016;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

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

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

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

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

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

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

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

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

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

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

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

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

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

作用。Tully 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

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

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

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

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

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 (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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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

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总之, 本研究在我国大学生中验证了情感共情

与更多的焦虑、压力有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

情绪有关; 认知重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

之间均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表达抑制仅在认知共情

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需要注意的是, 

本研究中测量的负性情绪并非共情情境下引发的

情绪反应, 研究 2 中我们采用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

共情情境中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

鉴于本研究和以往研究结果均表明认知重评是更

为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因此研究 2 主要关注认知

重评策略。 

3  研究 2：情绪调节对共情情绪反
应的影响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根据一项情绪调节效果的元分析(Augustine & 

Hemenover, 2009), 认知重评在改善情绪方面具有

中等大小的效应值 0.65。采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配对样本 t 检验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21 (犯

α 错误概率 0.05, 检验效力 80%)。本研究分为两个

实验：实验 1 共招募 33 名大学生(男性 15 名)先后

采用自由观看和认知重评策略完成共情任务, 被试

平均年龄为 20.64 岁(SD = 0.60); 为了排除顺序效

应的影响, 实验 2 对实验条件的顺序进行被试间平

衡, 共招募 45 名被试, 其中 3 名被试因不符合实验

要求被剔除(2 名被试在自由观看条件下采用认知

重评策略, 1 名被试观看视频时未实时评分), 最终

42 名被试(男性 20 名)的数据纳入分析, 被试平均

年龄为 23.51 岁(SD = 3.69)。其中, 21 名被试完成

共情任务时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 另 21 名被试

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 两组被试在年龄、教育年

限和性别比例上差异均不显著(ps > 0.1)。 

3.1.2  测量工具 

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EAT,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 要求被试观看 8 段视频, 每段视

频中都有一位讲述者面向镜头讲述自己的情绪事

件,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视频各 4 段, 每段 1~3.5

分钟。被试在观看的同时需要实时评价讲述者的情

绪效价(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看完每段视

频后被试需要完成总体评分, 包括：讲述者情绪效

价(PTV,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讲述者情

绪唤醒度(PTA;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激动); 自

身情绪效价(PSV); 自身情绪唤醒度(PSA)。共情准

确性(Empathic Accuracy, EA)指标计算被试和讲述

者实时评分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用于反映被

试的认知共情。被试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的平均

EA、PTV、PTA、PSV 和 PSA 作为 EAT 任务指标。

为了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将 EA 做费舍尔 Z 转换用

于后续分析, EAT 任务程序编写和 EA 分数计算均

采用 Python 3.5.4。 

3.1.3  实验程序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实验 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

成 EAT 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

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

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 EAT 任务(认知重评条

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

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

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

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

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

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 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

验 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 EAT

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

“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 3~7 天(平均间隔 5.45 天, 标准

差为 1.25 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

成 EAT 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

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

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

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

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

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

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3.1.4  数据分析 

实验 1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自由观看和认

知重评两种条件下被试在 EAT 任务表现上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 包括积极和消极视频条件下的 EA、

PTV、PTA、PSV 和 PSA。实验 2 的自由观看条件

下, 有 4 名被试在 11 段视频中报告采用了认知重评

策略; 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有 3 名被试在 4 段视频

中报告未采用认知重评策略, 该 15 段视频数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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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后续分析。以 EAT 任务表现为因变量, 采用

2 (实验条件：自由观看 vs. 认知重评) × 2 (顺序：

先自由观看 vs. 先认知重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

验实验条件和顺序的主效应以及二者交互作用。数

据分析采用 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p < 0.05。 

3.2  结果 

实验 1 结果如图 2 以及表 3 所示。观看消极视

频时：与自由观看条件相比, 认知重评条件下的 EA

更高, 而 PTA 和 PTV 评分均降低; 同时, 认知重评

条件下 PSA 得分更低、PSV 得分更高, 表明被试在

认知重评条件下自身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更弱。观看

积极视频时：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 EA 没有显著影

响, 但是 PTV 和 PTA 评分均显著提高; 此外认知重

评条件下 PSV 和 PSA 评分也显著提高。总之, 在

消极情境下,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的共情

准确性, 使被试识别到的负性情绪更消极, 同时减

弱了情感共情所引起的自身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

情境下采用认知重评对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但使被试识别到的积极情绪更强, 同时增强了情感

共情所引起的自身正性情绪体验。 

实验 2 结果(见图 2 和网络版附表 2)表明, 条件

的主效应显著, 表现为：观看消极视频时, 与自由

观看条件相比, 认知重评条件下 EA [F(1, 40) = 

4.13, p = 0.049, η2 = 0.09]和 PSV 分数 [F(1, 40) = 

29.20, p < 0.001, η2 = 0.42] 显著更高, PSA、PTA、

PTV 等指标无显著差异(ps > 0.6); 在积极情境中,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 EA 没有显著影响(p > 0.9), 

但 PSV [F(1, 40) = 31.54, p < 0.001, η2 = 0.44]和

PSA [F(1, 40) = 18.28, p = 0.010, η2 = 0.31] 评分均

显著提高, PTV 和 PTA 评分与自由观看条件无显著 
 

 
 

图 2  认知重评和观看两种条件下共情任务表现的差异。 
图 A~C：实验 1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图 D~F：实验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EA：共情准确性; PSA: 自我情绪唤醒度; PSV: 自

我情绪效价; PTA: 目标个体情绪唤醒度; PTV: 目标个体情绪效价; *p < 0.05; ***p < 0.001 

 
表 3  实验 1 认知重评和观看两种条件下共情任务表现的差异 

共情任务表现 观看(M ± SD) 认知重评(M ± SD) t p Cohen’s d 95% CI 

消极视频       

共情准确性 0.64 ± 0.13 0.73 ± 0.13 −2.27 0.030 0.40 [−0.28, −0.02] 

自我情绪唤醒度 4.52 ± 0.96 3.96 ± 1.17 3.64 <0.001 0.64 [0.25, 0.88] 

自我情绪效价 4.13 ± 0.62 4.44 ± 0.72 −2.68 0.012 0.47 [−0.55, −0.07]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 4.90 ± 1.00 4.26 ± 1.14 4.87 <0.001 0.86 [0.36, 0.89] 

讲述者情绪效价 3.13 ± 0.73 2.72 ± 0.77 6.41 <0.001 1.13 [0.28, 0.55] 

积极视频       

共情准确性 0.71 ± 0.08 0.75 ± 0.14 −0.75 0.459 0.13 [−0.15, 0.07] 

自我情绪唤醒度 5.28 ± 0.88 6.58 ± 0.96 −8.42 <0.001 1.47 [−1.61, −0.98] 

自我情绪效价 6.08 ± 0.68 7.25 ± 0.72 −10.90 <0.001 1.90 [−1.39, −0.95]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 6.56 ± 0.79 7.05 ± 0.76 −3.59 0.001 0.63 [−0.77, −0.21] 

讲述者情绪效价 7.35 ± 0.67 7.70± 0.56 −3.65 <0.001 0.64 [−0.56, −0.16] 

注: 表中粗体数字表示 p 值在 0.05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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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s > 0.6)。顺序的主效应在所有 EAT 任务指标

上均不显著(ps > 0.5)。实验条件与顺序的交互作用

仅在消极视频 EA 这一指标上显著 [F(1, 40) = 7.23, 

p < 0.001, η2 = 0.1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先做

自由观看的被试表现出认知重评条件下消极视频

的 EA 显著高于自由观看条件(p = 0.002); 先做认

知重评的被试在认知重评与自由观看条件下的消

极视频 EA 无显著差异(p = 0.645)。 

3.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提高个体

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认知共情); 降低消

极情境下情感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 并增强

积极情境下情感共情引起的正性情绪体验。实验 2

中被试间平衡顺序后的结果发现认知重评仍然可

以改善 EAT 任务表现。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

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

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

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

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

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

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

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

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

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

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

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

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

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

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

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

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

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 EAT

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

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

性(实验 1：0.64 ± 0.13; 实验 2：0.68 ± 0.22)相对积

极视频(实验 1：0.71 ± 0.08; 实验 2：0.78 ± 0.14)

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

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

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

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

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

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

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 2 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

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

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 EAT 任务时能够

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

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

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

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

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

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

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

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

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

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

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

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

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

个 体 ) 所 引 起 的 负 性 情 绪 强 度 (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

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

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

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

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

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

(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

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

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

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

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

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

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

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

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 因而增强了被试

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

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

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4  总讨论 

本研究分别采用自评量表和行为任务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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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和共情情绪反应之间的关系。综

合研究 1 和研究 2 的主要结果, 本研究发现特质情

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 而认

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

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均起保护性

调节作用, 而表达抑制仅在认知共情与负性情绪之

间起保护性的调节作用; 在共情情境中, 认知重评

不但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还能降低个体在消极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增强

积极共情情境中的正性情绪。总之, 无论是在日常

生活中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 还是在实验室中采用

特定的认知重评策略, 都对共情相关的情绪反应有

积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中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

和压力有关 , 说明特质情感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 ,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情绪

困扰(Decety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在我国大学生

群体中验证了情绪调节在共情和负性情绪之间的

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

制的个体, 体验到更少的共情相关的焦虑和压力。这

一结果表明, 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均能够保护共情

能力较高的个体避免体验过多的负性情绪。考虑到

研究 1 中采用自评量表 DASS-21 测量负性情绪, 反

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总体负性情绪而非特定的、由

共 情 所 引 起 的 负 性 情 绪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因此, 研究 2 进一步探讨在更为贴近现实的

共情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研究

1 发现认知重评对共情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 相比

于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

等与情感共情相关的应激、反应性负性情绪, 在社

会情境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

影响, 所以研究 2 中主要探讨了认知重评对共情反

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感知和消

极情绪体验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 认知重评能

够提高对消极情绪判断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认知

重评策略的使用也使个体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

强度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认知重评可以使个体更准确地察觉到他人的负性

情绪, 同时又不会使自己感受到过多的负性情绪。从

心理机制上来看, 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

或改变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途径自上而

下地直接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认知共情), 认知

的改变又间接对共情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情感共

情) (Thompson et al., 2019)。该结果在研究 1 相关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认知重评在真实社会

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研究 1 和研究 2, 情

绪调节策略, 尤其是认知重评, 在共情与负性情绪

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 1 中采用问卷测量共情, 

反映的是相对稳定的特质, 即个体理解和感受他人

情绪的能力与倾向性, 例如特质情感共情能力高的

个体, 在生活中面对任何社会刺激时都会更倾向于

感同身受。而研究 2 中采用共情准确性任务测量的

是状态共情, 反映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由他人的情

绪刺激所引起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反应, 这一共情表

现可能会受到讲述者本身特征(例如性别、表达能

力)、情绪效价和强度, 以及被试自身的情绪状态等

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稳定的特

质共情, 还是在具体情境中由社会刺激所诱发的状

态共情, 认知重评均能在其中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具有以下创新点：首先, 鉴于表达抑制

和认知重评分别属于反应调节和认知调节, 他们作

用于共情的不同过程, 本研究分别探讨了认知重评

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与共情不同成分的

关系, 及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所起的作用, 对

于理解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及相关负性情绪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此前缺少研究探讨认

知重评在社会交互情境中对共情反应的影响, 研究

2 的结果提示我们, 认知重评不但可以降低共情所

诱发的负性情绪, 而且能够改善个体对他人情绪的

理解和判断能力(即认知共情); 最后, 本研究采用

视听双通道呈现的 EAT 任务测量共情, 更符合现

实生活中的社会信息加工场景, 生态效度更高, 并

且在传统 EAT 范式的基础上添加了可以反映认知

和情感共情的综合评分, 可以更为全面地考察个体

的共情能力。 

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研究 1

仅测量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最常用的情

绪调节策略, 研究 2 仅对比了认知重评策略与自由

观看条件,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的影响仍不清

楚。前人研究发现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如情境选择/

调节、沉思、接受等)可能也与共情有关(Di Girolamo 

et al., 2019; Romosan et al., 2018), 未来可以扩展到

更多的情绪调节策略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与共情

的关系。其次, 本研究中采用自评问卷测量情绪调

节和共情、采用 EAT 任务用于测量认知和情感共

情, 被试的主观评分不可避免, 未来可考虑添加客

观指标, 如心率变异性、呼吸和皮电等反映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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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情绪调节效果。 

5  结论 

本文发现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

和压力有关 ,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

绪之间均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而表达抑制仅在认知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的调节作用; 在共情

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可以增强对消极情绪的

共情准确性、降低消极共情情境下自身的负性情绪

体验, 增强积极共情情境下的正性情绪。这些发现

对于了解共情相关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

升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特别是临床和亚临床群体

中社会认知的早期干预提供了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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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negative affect: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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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refers to understanding, inferring and sharing others’ emotional stat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components. Although empathy contributes to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t also increases an individual’s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affect distress. 
Emotion regulation,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managing one’s own emotions, has been foun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mpathy.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re two commonly used strategies to 
regulate emotions, of which cognitive reappraisal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ile 
expressive suppression is usually correlated with more affective distress. However, the rol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mpathic response are still unclear.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on the negative affect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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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y using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and experimental task respectively. Study 1 administered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and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to 442 college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negative affect were examined separately. Study 2 adop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to further examine the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i.e. cognitive reappraisal) on cognitive 
empathy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The EAT requires participants to continuously rate targets’ emotional valence 
in video clips as a second person and rate emotional valence and arousal of both targets and themselves after 
each video. Seventy-five participants (33 for experiment 1 and 42 for experiment 2)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the EAT under two conditions, i.e., naturally viewing without any instructions and apply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while viewing the scenarios. Paired sample t tests and repeated-measure ANOVA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on task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Study 1 showed that affective empath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and stress, while empathic concern was correlated with less anxiety, stress and depression. However, 
when participants endors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more frequently, such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ffective 
empathy and stress was reduced, while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athic concern and anxiety was 
strengthened. Cognitive empath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depression. Expressive suppression 
strengthened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ognitive empathy and depression. Moreover,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ognitive empathy and anxiety as well as stress emerged for participants endor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more frequently. Findings from Study 2 showed that task performances of the EA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participants endors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compared to the condition of 
naturally viewing. Specifically, under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condition participants scored higher empathic 
accuracy, experienced less negative affect in reaction to others’ affect distress, and experienced more positive 
affect in reaction to others’ positive emotions.  

Taken together, the findings from these two studies suggested that bo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would improve task performance on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Our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empathy and provide new approach for improving individuals’ 
social cognitive ability, especially for early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and subclinical populations. 
Keywords  cognitive empathy, affective empathy,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pressive suppression, negative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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